
论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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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当代西方哲学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之争的背景下，考察王阳明的

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说，可以发现其核心在于道德的能力之知。立足于赖尔能力之

知概念之活动／行动、智力和能力三层规定来分析，道德的能力之知既是一种关于

道德规范的实施性知识，须以身心一体的躬行实践来表达，也表现为一种既稳定一

贯又活泼灵动的实践智慧。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说与万物一体的思想相贯

通、相交织，在万物一体的道德的形上学的构架内，道德的能力之知被进一步提升

为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作为实践智慧—形上智慧，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

不仅指向人类道德领域，而且指向作为道德共同体的整个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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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全球化时代为各大文明的互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是建构当代哲学的基
本历史语境。属意于当代哲学的建构，以此来检视自身的思想传统，我们就不会满
足于对中国传统哲学的 “博物馆式的拥有”，而当致力于 “工作坊式的拥有”。套用
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不满足于让传统哲学对我们仅仅处于 “在手状态”，而是要
让它处于 “上手状态”，成为我们解决当下问题的思想材料和灵感来源。

自赖尔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Ｒｙｌｅ）对能力之知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作出开创性的研究以来，

围绕着这个概念，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展开了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之争。随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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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１０ＢＺＸ０４８）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１１ＪＪＤ７２００１９）的资助。本文在义理上有一个渐次深化的过程，先澄清道德的能力之
知概念，进而阐明其形上学意蕴。为了标识这一思路与径直论述 “道德的形上学”之
间的差异，笔者在 “道德”和 “形上学”之间加了一个连字符 “—”。当然，如本文第
四节所示，笔者充分肯认 “道德的形上学”的洞见。



的深入，这一争论的意义日益彰显。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能力之知概念与认
识论、伦理学、行动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认知科学的核心问题都有交集。①

中国传统知行哲学与这一争论有高度的相关性。先秦以来，中国哲学在知行问题上
有丰富的积累，特别是宋明以来，知行问题成为哲学的核心论题之一，哲学家们对
知行的先后、知行的分合、知行的轻重、知行的难易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②王阳
明的知行合一论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致良知说，构成了中国古代知行哲学的一个重
要环节，影响深巨。笔者认为，通过对中国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学者可以
积极介入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之争，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在赖
尔和王阳明的哲学之间建构一种实质性的对话关系，③ 通过两者的相互诠释，阐发
一个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概念 （ｍｏｒａｌ－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希望以此
来推进这场正在展开中的争论。

一、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之争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赖尔提出了命题性知识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和能力之知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的经典区分。④ 自此以来，围绕两者的关系，已产生了大量文献。２００１年，

斯坦利 （Ｊａｓｏ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和威廉姆森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发表了 “Ｋｎｏｗ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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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ｇ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ｃ　Ａ．Ｍｏｆｆｅｔｔ，Ｔｗｏ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ｎ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ｇ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ｃ　Ａ．
Ｍｏｆｆｅｔｔ，ｅｄｓ．，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ｐｐ．３－５５．
参见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一些论者 （如陈来，Ｄａｖｉｄ　Ｗｏｎｇ，Ｊｏｅｌ　Ｌ．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等）试图立足于赖尔的能力之知
概念来诠释儒家知论或阳明知论，然而，这一方向的探索还很不充分，鲜有人能紧扣
能力之知的三层基本规定，来系统阐明阳明哲学中的道德的能力之知概念。当然，也
有论者 （如黄勇、杨晓梅）反对这么做，但是，他们对赖尔的能力之知概念的内涵和
外延的理解，在笔者看来是成问题的。 （参见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
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９年；Ｄａｖｉｄ　Ｗ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　ｖｅｒｓｕｓ　Ｌｏｖ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Ｄｅｂａｔｅ　Ｒｅｖｉｖｅｄ，＂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１６，ｎｏ．３－４，１９８９；

Ｊｏｅｌ　Ｊ．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Ｗｉｓｄｏｍ，＂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Ｊｏｒｄａｎ，ｅｄｓ．，Ａ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Ｗｉｓｄｏ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黄勇：《在事实知识 （ｋｎｏｗｉｎｇ－ｔｈａｔ）和技艺知识 （ｋｎｏｗｉｎｇ－ｈｏｗ）之外：
信念—欲望 （Ｂｅｓｉｒｅ）何以不是怪物？》，《哲学与文化》２０１２年第２期；Ｘｉａｏｍｅｉ　Ｙａｎｇ，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ｉｍＴｒｕ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ｓ　Ｗｈａ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ｃｔｉｏｎ：Ａ　Ｎｅ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ｓ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Ｄａｏ：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８，ｎｏ．２，２００９）
参见Ｇｉｌｂｅｒｔ　Ｒｙｌｅ，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ａｎ



Ｈｏｗ”一文，① 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使得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的关系问题再次成
为英美哲学界的热门话题。

按凡特尔 （Ｊｅｒｅｍｙ　Ｆａｎｔｌ）的概括，在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的关系问题上，

大致存在三种立场：（１）主张能力之知可还原为命题性知识；（２）主张命题性知识
可还原为能力之知；（３）主张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是独立的知识类型，不能相互
还原。第一种立场可称为理智主义，后两种立场可称为反理智主义，其中第二种立
场可称作强的反理智主义，第三种立场可称作弱的反理智主义。②

不难看出，在这个思想光谱中，理智主义和强的反理智主义构成了两个极端。

半个多世纪以前，赖尔所质疑的 “理智主义的传奇”，就主张能力之知可归结为命题
性知识，主张行为的智力特征需用在先的对相关命题的思考来加以阐明。斯坦利和
威廉姆森是新一代的理智主义者，他们诉诸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成果，致力于证明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是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的一个种类。哈特兰德－斯旺 （Ｈａｒｔｌａｎｄ－Ｓｗａｎｎ）和赫
特林顿 （Ｈｅｔ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ｎ）是强的反理智主义的代表，前者较早提出相应主张，③ 后
者近年来对其作了比较系统的发挥，提出了实践主义的主张。他指出：“我的实践主
义假说认为，命题性知识ｐ就是能力 （ａｂｉｌｉｔｙ）或能力之知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ｈｏｗ），比
如，知道如何精确地对ｐ作出反应、或回应ｐ、或表征ｐ、或对ｐ进行推理 （简言
之，它是一种能力，即知道如何精确地显示ｐ）。”④ 举例来说，你知道你在某个房
间里，就等于你知道如何精确地相信你在该房间里，以及／或等于你知道如何精确
地处理相关材料 （比如视觉材料），以及／或等于你知道如何精确地表征该情景，

以及／或等于你知道如何精确地描述该情景，以及／或等于你知道如何精确地使用
相关概念，以及／或等于你知道如何精确地提出或回答有关该情景的解释性问题，

以及／或等于你知道如何对该情景精确地推理 （如将你在该房间里的信念和其他信
念关联起来），如此等等。他把上述这些显示ｐ的能力之知，称作命题性知识ｐ的
认知流散群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命题性知识ｐ就体现为其中任何一种或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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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４６，Ｌｏｎｄｏｎ：Ｈａｒｒｉｓｏｎ　＆Ｓｏｎｓ，Ｌｔｄ．，１９４６；Ｇｉｌｂｅｒｔ　Ｒｙｌｅ，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Ｍｉｎ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ｒｎｅｓ　＆Ｎｏｂｌｅ，１９４９，ｐｐ．２５－６１．

①　参见Ｊａｓｏｎ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ａｎｄ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Ｗｉｌｌａｍｓｏｎ，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ｖｏｌ．９８，ｎｏ．８，２００１，ｐｐ．４４１－４４４．
Ｊｅｒｅｍｙ　Ｆａｎｔｌ，Ｋｎｏｗｉｎｇ－Ｈｏｗ　ａｎｄ　Ｋｎｏｗｉｎｇ－Ｔｈａ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Ｃｏｍｐａｓｓ，ｖｏｌ．３，ｎｏ．３，

２００８，ｐｐ．４５２－４５３．
Ｊｏｈｎ　Ｈａｒｔｌａｎｄ－Ｓｗａｎｎ，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ｖｏｌ．１６，

ｎｏ．５，１９５６，ｐｐ．１１１－１１５．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ｅｔｈｅｒｉｎｇｔｏｎ，Ｈｏｗ　ｔｏ　Ｋｎｏｗ：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ｘｆｏｒｄ：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１１，ｐｐ．４４－４５．



能力之知。①

赖尔的立场比较复杂。首先，他认为，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之间有种类差异，

且强调两者之间的非类似性。就此而言，他的立场接近于弱的反理智主义。

在英文中，“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是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ｐ”的简写，这里的 “ｐ”是指命
题。因此，就内涵上说，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即命题性知识。从外延上说，ｐ的类型是没
有限制的。在赖尔的文本中，起码提到了如下三种命题：（１）描述事实的陈述性命
题；（２）刻画归纳概括的假言性命题；（３）表达规则、规范的范导性或命令性命题。

前两类命题能用真假来评价，后者则逸出了此评价范围。可见，赖尔对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的讨论蕴涵了一个广义的命题概念。当然，赖尔并没有穷尽所有的命题形式，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在此方向上进一步考察具有不同认识论地位的各类命题。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是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ｏ　ｄ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的简写。从内涵上说，要

准确把握赖尔所说的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以下三个环节必不可少：活动／行动、智力和能
力。与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命题不同，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主要是通过活动／行
动来表达的。这种活动／行动具有特定的方式和风格，能用智力谓词来加以刻画，因
此，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和智力概念是可相互定义的。赖尔进而指出，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即能
力，且此能力为倾向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总体来说，赖尔意义上的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是一种
用活动／行动来表达的、体现了智力的能力之知。从外延上说，能力之知具有多种
形态。但是，在一般的理解中，人们往往会窄化其外延。比较突出的有两种情况：
（１）将其等同于骑车、游泳之类身体性的能力之知，而忽视心智和语言方面的能力
之知；（２）将其等同于技能，而忽视与观察相关的能力之知。

除了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在内涵和外延方面的上述基本差异，赖尔还强调两
者之间的其他一些非类似性。比如，相信或者拥有意见适用于命题性知识，但不适
用于能力之知；对于某人接受一个命题，我们会追问其理由和根据，但是，对于某
人玩牌的技能或投资的审慎，我们不会提出同样的问题；② 我们不会说，某人部分
地知道某一事实 （如Ｓｕｓｓｅｘ是英国的一个县），但会说，某人部分地会 （知道如何）

做某事；前一类知识之获得，可即刻完成，而后一类知识之获得，则往往是一个渐
进的过程。③
其次，赖尔还进而主张能力之知优先于命题性知识。就此而言，他的思想中包

含了实践主义 （强的反理智主义）的倾向。他明确地说：“能力之知概念在逻辑上优
先于命题性知识概念。”④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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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④

赫特林顿认为，在这个认知流散群中， “相信”和其他认知能力具有相同的认识论地
位，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因此，实践主义挑战了对知识的流行看法，即知识是一种信
念状态，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

③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Ｒｙｌｅ，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Ｍｉｎｄ，ｐｐ．２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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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的关系，当代西方哲学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理智
主义和实践主义这两种极端的主张，赖尔的立场比较居中，但偏向于后者。了解赖尔
在此思想光谱中的位置，特别是准确把握赖尔能力之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我们
理解阳明知论具有重要意义，是我们阐明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概念的前提。

二、关于道德规范的实施性知识

对王阳明来说，学做圣贤是人生第一等事，阳明知论即围绕此目标而展开。王
阳明接受了先儒关于德性之知和闻见之知的区分，主张 “德性之良知，非由于闻
见。”① 在他看来，德性之良知是学问之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而对礼乐名物、

古今事变等等的了解，②则属于闻见之知的范畴。若是专注于见闻之末，失却头脑，

便是落在第二义了。显然，阳明知论的重点是德性之知而非闻见之知。王阳明说：
“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③ 其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说首先展开于道德领域之中。

赖尔的能力之知概念涉及活动／行动、智力和能力三方面。我们首先聚焦于其第
一方面，来澄清阳明知论中的道德的能力之知概念。在此脉络中，值得指出的是，

赖尔在作出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的著名区分前，在讨论良心和道德信念时，区分
了学术性知识和实施性知识。这一区分与我们的讨论高度相关。

（一）学术性知识和实施性知识

在 《良心和道德信念》一文中，赖尔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我们会
说一个人真正地知道或相信一条道德原则，比如，诚实是可欲的？让我们先考虑如下
两种情况：（１）他惯常地、贴切地、毫不犹豫地说出这条原则；（２）他惯常地、贴切
地、毫不犹豫地说出的其他事情，都预设了这条原则。赖尔认为，如果仅仅是这两种
情况，“我们会倾向于说，他还没有真正地确信；这条原则是其理智装备的一部分，

但还不是他的真正本性。他的接受是学术性的，还未实施在其意志、情感和行为之
上。”④ 而在如下两种情形下，我们会说，他真正地知道或确信了一条道德原则：（１）他
能在相关的情形下惯常地、欣然地按照该原则行事；（２）当不能按此行事时，他会感到
内疚，会下决心改正，如此等等。所以，赖尔说：“看来在一种意义上，真正地接受一条
原则，就是倾向于根据该原则行动。‘知道’一条行为规则就是在行为中受其调节。”⑤如
果说在前两种情形下，道德主体拥有的是关于道德原则的学术性知识，那么，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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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王阳明：《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吴光等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７１、５３页。
王阳明：《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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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情况下，他所拥有的是关于道德原则的实施性知识。对于人类道德生活中的这
两种知识，赖尔显然更强调后者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仅仅停留在学术性知识上，

还不算真正地知道、相信一条道德原则，只有实施性知识，即按此原则行事，才算
是真正地知道、相信。

学术性知识和实施性知识的区分不限于道德领域，赖尔还讨论了这一区分在日
常生活、社会活动、数学等领域中的表现。所以，在赖尔那里，学术性知识和实施
性知识是一对普遍的认识论范畴。这一区分，构成了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经典区
分的前身。

（二）知行脱节和知行合一

王阳明在讨论知行问题时，表达了和赖尔十分相似的见解。如上文所言，中国
古代围绕知行问题展开了丰富的哲学讨论，本文则聚焦于知行的分合问题。在人类
道德生活中，知行合一和知行脱节是两种常见的现象。王阳明之前，程颐和朱熹就
曾按照知行的分合，区分了深知和浅知、真知和常知或略知。① 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可视为程朱这一思想的发展和深化。王阳明和徐爱的如下对话就聚焦于知行之分合：

爱因未会先生 “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辨论，未能决，以问于
先生。先生曰：“试举看。”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
孝、不能弟，便是知行分明是两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
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
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
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弟？”②

这里触及了知的两种涵义。一种意义上的知，是由行来界定的：有知必有行，“未有
知而不行者”；不行不成其为知，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必是已经行孝行
悌，方可称作知孝知悌。与此相对，另一种意义上的知，只是会说些孝悌的话，尽
管懂得父当孝、兄当悌的道理，却不能见诸行动。就知识的表达来说，前一种意义
上的知，须用孝悌的行动来表达，而后一种意义上的知，则可用 “父当孝”、“兄当
悌”之类的道德规范来表达。如上所述，赖尔认为，实施性知识或能力之知是以
“做”的活动／行动来表达的，而学术性知识或命题性知识则是用各类命题来表达的。

因此，前一种意义上的知，相应于赖尔的实施性知识或能力之知，可称之为道德的
能力之知 （ｍｏｒａｌ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后一种意义上的知，相应于赖尔的学术性知识或
命题性知识，可称之为道德的命题性知识 （ｍｏｒａｌ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父当孝”、“兄当
悌”之类的道德规范，属于赖尔所说的范导性命题。在知的两种涵义中，王阳明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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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第１５０—１５３、１７０—１７１页。
王阳明：《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３—４页。



前者称作 “真知”：“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可谓之知。”① 赖尔也认为，只有实施
性知识才算真正地知道、相信一条道德原则。就此而言，两人的思想都有一种实践

主义的倾向。

可见，人类的道德生活牵涉到两种类型的知识：一是关于道德原则、规范、规

则的学术性知识或道德的命题性知识，一是发为道德行动的实施性知识，或道德的
能力之知。根据这样一种知识划分，我们可以对知行脱节和知行合一这两种现象作

出如下刻画。在一种情况下，因为私欲阻隔，道德主体未能将关于道德规范等的学

术性知识转化为实施性知识，或未能将道德的命题性知识落实为道德的能力之知。

所谓知行脱节，意即指此。在另一种情况下，道德主体通过致良知的功夫，克服了
私欲阻隔，成功地将关于道德规范的学术性知识转化为实施性知识，或将道德的命

题性知识落实为道德的能力之知。知行合一刻画的就是这种情况。

王阳明把 “知行合一”视为 “知行本体”。按照陈来的解释， “本体”在此指
“本来意义”。② 王阳明揭出 “知行本体”的概念，旨在强调：在道德领域中，知行
合一是知行的本来意义，知行脱节则偏离于此。可见，“知行本体”概念，与 “真知

即所以为行”命题一样，都指向如下义理，即，知行合一是道德生活的界定性特征。

也就是说，要充分理解人类道德生活，不能停留在关于道德规范的学术性知识上，

而必须将其转化为实施性知识；或不能停留在道德的命题性知识上，而必须把它落

实为道德的能力之知。

知行本体 （知行合一）是一个动态过程。王阳明把这个动态过程刻画为：“知是

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③ 知行本体的基本特征是，

道德主体在致良知的功夫下，实现了两种知识之间的转化。在此，王阳明用主意和

功夫、开始和完成来说知行，刻画的正是这个转化过程。自觉是道德行动的一个基
本特征，道德行动以对道德规范的理性认识为前提。④ 关于道德规范的学术性知识

或道德的命题性知识，为道德行动指明了方向，所以说，“知是行的主意”。道德主

体要将关于道德规范的学术性知识转化为实施性知识，或将道德的命题性知识落实

为道德的能力之知，必须诉诸实际行动，所以说，“行是知的功夫”。在知行本体中，

道德主体成功地将关于道德规范的学术性知识转化为实施性知识，或将道德的命题

性知识落实为道德的能力之知，在此转化过程中，前者是开始，后者是完成，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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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４２页。
陈来在阐释 “知行本体”概念时指出：“‘本体’指本来意义，是说知与行就其本来意
义而言，是互相联系、互相包含的，一切使知行分裂的现象都背离了知行的本来意
义。”（参见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１０８页）
王阳明：《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４页。
参见冯契：《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文集》第３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年，第２１９—２２３页。



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了解了知行本体中实现的这个转化过程，就可以避免道德生活的两种错误倾向。

一种倾向表现为缺乏思维省察的功夫，没有对道德规范的理性自觉，不具备关于道
德规范的学术性知识或道德的命题性知识。如此，行动就会陷入盲目性，只是懵懵
懂懂地冥行妄作。另一种倾向则表现为只是悬空思索、讲习讨论，而不能着实躬行。

如此，道德主体至多拥有关于道德规范的学术性知识或道德的命题性知识，只会说
些 “父当孝”、“兄当悌”之类的道德律令，却不能使之转进为切实行孝行悌的实施
性知识或道德的能力之知。王阳明讲知行本体，倡导知行合一，就是为了克服这两
种偏向，特别是后一种偏向。①

至此，我们勾勒出了阳明知论的基本框架：通过致良知的功夫，道德主体克服
了知行脱节，实现了知行合一，用赖尔的术语来说，就是把关于道德规范的学术性
知识转化为实施性知识，或将道德的命题性知识落实为道德的能力之知。显然，关
于道德规范的实施性知识或道德的能力之知是这一框架的核心和指归。

（三）道德的能力之知和亲知

王阳明除了将知行合一意义上的知和知行脱节意义上的知相对照，还将其与
“见好色”、“闻恶臭”意义上的知相类比，以进一步阐明其特征。王阳明说：

故 《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 “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

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
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
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②

王阳明对出自 《大学》的 “好好色、恶恶臭”这个经典例子的分析，意蕴丰厚。在
此，我们聚焦于其中最为浅显的一层义理，即由见好色、闻恶臭而获得的知好色、知
恶臭。显然，这种由感性知觉 （视觉和嗅觉）得来的知识，属于亲知的范畴。人类的
感性知觉既包括视觉和嗅觉这样的外部感觉，也包括各种内部感觉。由内部感觉而来
的知痛、知寒、知饥等，与由外部感觉而来的知好色、知恶臭一样，都是亲知。③ 在
另一个语境中，王阳明表达了类似的想法：“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待
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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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王阳明：《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４—５、４页。
柯雄文亦有见于此。他认为，王阳明在此所说的 “见好色属知”和 “知痛”等属于亲知范
畴，且将前者与道德知识的类比称作 “美学的类比”，将后者与道德知识的类比称作 “心
理学的类比”。 （参见Ａ．Ｓ．Ｃｕａ，Ｔｈｅ　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ｓ　Ｍｏｒ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Ｈｏｎｏｌｕｌ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１９８２，

ｐｐ．９－１４）笔者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这两种类比的差异可忽略不计，重要的是
其共同点，即两者都指向亲知。在此，笔者的重点是阐明亲知与道德的能力之知的异同。



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歧之险夷者邪？”① 只有食物入口，方知其味之美恶；只有身亲

履历，才知路途之险夷。

在中国哲学史上，后期墨家较早地意识到了亲知这种知识类型。② 在２０世纪西

方哲学中，罗素对亲知作了开创性研究，并界定如下：“不需要任何推论或者任何关

于真理的知识的中介，我们对任何我们直接觉察的东西具有亲知。”③ 亲知和能力之

知是不同类型的知识，前者指向对象，后者指向活动／行动。但是，当王阳明将知行

合一意义上的知与由内外感觉得来的亲知相类比时，他要强调的是它们的共同点。

亲知作为一种关于对象的直接知识，来自认知主体的亲身感知。知行合一意义上的

知，要求道德主体身亲践履、着实躬行，把道德规范落实为实际行动。如果说命题

性知识能够对象化，相对独立于认知主体，那么，亲知和能力之知则难以对象化，

与认知主体须臾不可分离。简言之，这两种与认知主体的亲身感知、亲力亲为相一

体的知识类型，超越了口耳讲说的范畴，与命题性知识相对待。

（四）典范意义上的行与扩展意义上的行

至此，我们谈论的是知行关系中的 “知”，而尚未论及其中的 “行”。王阳明拥

有一个广义的行的概念，它不仅包括了典范意义上的行，而且把通常我们不视为行

的活动也包括在内。

典范意义上的行，是指身心一体的躬行实践。在此，有必要提及王阳明的一个重

要区分：“世之讲学者有二：有讲之以身心者，有讲之以口耳者。讲之以口耳，揣摩

测度，求之影响者也；讲之以身心，行著习察，实有诸己者也。”④上文所述的两种知

行关系，与此处的两种讲学方式相应。知行脱节意义上的知，属于口耳之学；而知行合

一意义上的知，则属于身心之学。身心之学，讲求行著习察，实有诸己，是一种身心一

体的躬行实践。对于典范意义上的行来说，身、心两个方面都是不可或缺的，心灵主宰

下的身体活动，构成了行的基本涵义。上文述及的 “行孝行悌”便是典范意义上的行。

但是，王阳明对行的理解似乎并不限于此，在某些情况下，他会把一些仅仅是

心灵活动的内容视为行。比如，在前面关于 “好好色、恶恶臭”的引文中，王阳明

指出：“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喜好、厌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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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柯雄文在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来诠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的过程中，提到了亲知和能
力之知这两种非命题性知识，他对前者表现出了可贵的敏感，但对后者的认识却显得
比较贫乏，基本上只是一笔带过，而且视之为一种比较低级的知识形态。而立足于赖
尔的能力之知概念来阐发阳明知论之深蕴，正是本文用力之所在。

①④　王阳明：《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４２、７５页。
参见 《墨子·经上》、《墨子·经说上》。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１２，ｐ．４６．



情感只是心灵活动，与身心一体的躬行实践还有相当距离。又如，王阳明曾说：“今
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

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① 在通常的意识中，不
善之念和不善之行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但王阳明却说，“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不

仅不善之念的发动是行，善念的发动亦是行： “门人有疑知行合一之说者。直曰：

‘知行自是合一。如今人能行孝，方谓之知孝。能行弟，方谓之知弟。不是只晓得孝
字弟字，遽谓之知。’先生曰：‘尔说固是。但要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知，亦便是

行。’”② 此外，自 《中庸》以来，传统儒家认为学问思辨属于知，与行相对待。王

阳明则认为，学问思辨也属于行：“凡谓之行者，只是著实去做这件事。若著实做学
问思辨的工夫，则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学是学做这件事，问是问做这件事，思辨

是思辨这件事，则行亦便是学问思辨矣。”③ 不难看出，在 “好好色属行”和 “恶恶
臭属行”、“一念发动处便是行”、“学问思辨便是行”等论断中，蕴涵了一个扩展意

义上的行的概念。以典范意义上的行的概念为标准，我们都会同意王船山对王阳明

的批判，即他未免是以 “不行为行”了。④

但是，值得一问的是，何以王阳明要对行的概念做如此这般的扩展？

王阳明所说的扩展意义上的行，和典范意义上的行之间有某种特殊的关联。首

先，尽管 “好好色”和 “恶恶臭”与身心一体的践履实践还有相当距离，但喜好和
厌恶的情感，确实是一种动力，能导向典范意义上的行。情感之为典范意义上的行

的动力，其功能意欲相类。王阳明说：“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欲行之

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⑤ 意欲是行动的动力因。

其次，“一念发动处即是行”的论断，可分善念和不善之念两种情况来分析。善

念之发动，是良知的体现。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⑥

李明辉指出，对于良知而言，是非之心即好恶之心；良知之 “知是知非”和 “好善

恶恶”完全是一回事。⑦ 由于内含好善恶恶的道德情感，所以善念具有实现自身的
动力，自然会导向善行。良知和私欲相对待，不善之念之发动，属于私欲的范畴。

不善之念作为私欲 （偏私的情欲），也很容易导向不善之行。可见，在道德领域中，

虽然善念不等于善行，不善之念也不等于不善之行，但是，当阳明断言 “一念发动
处即是行”时，他显然有见于前者与后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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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⑥　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９６、１１１页。
王阳明：《传习录拾遗》，《王阳明全集》，第１１７２页。
王阳明：《答友人问》，《王阳明全集》，第２０８页。
王夫之：《尚书引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７６页。
王阳明：《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４２页。
参见李明辉：《从康德的实践哲学论王阳明的 “知行合一”说》，《中国文哲研究集刊》

１９９４年第４期，第４３３页。



最后，如何理解 “学问思辨便是行”呢？笔者认为，要理解王阳明的这一论断，

需要注意如下两点。第一，王阳明克服了 《中庸》以来把学问思辨和笃行相对峙的

义理格局，在知行合一的识度下，主张学行一体：“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

有学而不行者也。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岂徒悬空口
耳讲说，而遂可以谓之学孝乎？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

操觚染翰。尽天下之学，无有不行而可以言学者，则学之始固已即是行矣。”① 此处
“学孝”、“学射”、“学书”的例子表明，王阳明不满于仅仅在 “口耳讲说”（包含命

题性知识的言语活动）的意义上理解 “学”，而是将其理解为典范意义上的行，即身
心一体的躬亲践履。所以王阳明说，学即是行。第二，在学行合一的框架内，王阳

明进而断言问、思、辨也是行。他说：“盖学之不能以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

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

即行也。”②王阳明把问、思、辨作为学行一体的内在环节，因而得出了它们也是行

的结论。这里有两层义理值得关注。首先，王阳明在此有一个混淆，即把问、思、

辨之为行和学行一体意义上的行混为一谈了。学行一体意义上的行是指身心一体的

躬行践履 （ａｃｔｉｏｎ），而问、思、辨之为行，主要关涉言语活动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和心智

活动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ｔ），在严格区分知行合一和知行脱节的义理脉络中，前者与后两者
之间有很大区别。其次，人的言语活动、心智活动可分析为两个方面：活动本身和

活动所包含的命题内容。如果我们聚焦于前者，那么可以看到，言语活动、心智活

动和身心一体的躬行践履，都有强调 “做”的一面，所以它们之间有连续性。笔者
认为，这正是王阳明想强调的。上引他的话说，所谓行就是 “著实去做”，所以只要

著实去做学问思辨的功夫，学问思辨便都是行。王阳明的这种看法，和赖尔亦有相

通之处。上文说到，赖尔的能力之知是用做的活动／行动来表达的。 “做的活动／行

动”是一个连续体，包括了从心智活动到言语活动再到身体活动的整个系列，所以
赖尔的能力之知外延广泛，不仅包括发为身体活动的能力之知 （ｂｏｄｉｌｙ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还包括语言方面的能力之知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和心智方面的能力之

知 （ｍｅｎｔａｌ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简言之，我们既要看到身体活动、言语活动和心智活动

之间的连续性，也要看到前者与后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异。总起来说，学问思辨的活
动，既包含命题性知识也包含能力之知，但王阳明的着重点显然是后者。当他主张
“学问思辨便是行”时，所强调的是身体活动与言语活动和心智活动的连续性，但未

免忽视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学行一体”中的 “行”是在典范意义上说的，而 “问思

辨之为行”中的 “行”是在扩展意义上说的，阳明的问题是对此缺乏分疏。

总之，王阳明的 “行”的概念涵义广泛，既包括典范意义上的行，即身心一体

的躬亲实践，也包括扩展意义上的行，即把一些通常被视为心灵活动范畴的内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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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

①②　王阳明：《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４５、４５—４６页。



视为行。其中，典范意义上的行是主导性的，那些特定的心灵活动之所以被视为行，

是由于它们和典范意义上的行之间存在特殊关联。在道德生活中，典范意义上的行，

即身心一体的躬亲实践，才是我们关切的核心。

综上所述，阳明知论事实上触及了多种形态的知。首先，王阳明分疏了德性之
知和闻见之知，并聚焦于前者之上；其次，在人类道德生活中，他分疏了 “只晓得
说些孝弟的话”意义上的知和切实行孝行悌意义上的知，并认为只有后者才是 “真
知”；再次，他把切实行孝行悌意义上的知与 “见好色属知”、“知痛”（亲知）等相
类比。显然，在知的多种形态中，切实行孝行悌意义上的知，是阳明知论的核心和
指归。从能力之知第一方面的规定性看，道德的能力之知本质上是一种关于道德规
范的实施性知识，它必须发为典范意义上的行，即身心一体的躬亲实践。

三、稳定而灵动的实践智慧

如上所述，要充分理解赖尔意义上的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的内涵，除了活动／行动的
规定外，还须重视智力和能力这两个环节。笔者认为，智力和能力这两个成分同样
也存在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说之中。阐明这一点，对于完整理解道德的
能力之知概念，实属必需。

王阳明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
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① 对知
行本体而言，“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切笃实之知，就体现在行动
中。所以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另一方面，行作为身心一体的躬行实践，

不是冥行妄作，而是在心的明觉精察指引下的自觉行动，而 “心之灵明是知”，② 所
以说，“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这种发为行动的知，是心之灵明的体现，其中
蕴涵了一个智力概念。陈荣捷把 “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译为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　ｉ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③ 把 “心之灵明是知”译为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ｄ”，④ 正是有见于此。

如上所述，王阳明认为，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良知良能的概念源自孟子，

孟子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
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在此，值得强调的
是，从孟子开始，良知和良能是一体相连、相互涵容的。在王阳明那里，就文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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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阳明：《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４２页。
王阳明：《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２４页。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Ｗａ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ｎｓ．
Ｗｉｎｇ－ｔｓｉｔ　Ｃｈａ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３，ｐ．９３．（斜体为笔者所改）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Ｗａ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ｐ．５３．



言，良知谈得较多，良能谈得较少，但按笔者的理解，这只是一种行文上的简省，

在义理上，当王阳明谈论良知时，良能的意蕴也隐在其中了。联系上文所述王阳明
对真知即所以为行的强调，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因此，断言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内
含一个能力概念，当是不成问题的。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说不仅包含了能力和智力这两个概念，而且两者
是相互交织的。王阳明说：“惟天下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旧看何等玄妙，今看来
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聪，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智。圣人只是一能之尔。能处
正是良知。众人不能，只是个不致知。何等明白简易？”① 圣人实现了聪明睿智和良
知良能的统一，众人致知就以此为目标。在这样的义理脉络中，阳明指出：“知是理
之灵处……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

冲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便与天地合德。自圣人以下，不能无弊，故须格物以
致其知。”②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敬其兄，即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良知是理
之灵处，良能堪称 “灵能”。所谓 “灵”，就是上文所说的聪明睿智。“灵能”的提法
集中体现了智力概念和能力概念的统一，与赖尔所说的体现智力的能力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颇有可相发明者。③ 聪明睿智、良知良能有其不学而知不学而能的一
面，所以人人皆有。但众人因私欲遮蔽，所以此天赋未能充分显发，只是一种潜能；

圣人通过致良知的功夫，把它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灵能。致良知的过程，就是道德领
域中体现智力的能力形成的过程。良知良能由潜能向现实的转化，也就是其本然状
态向明觉状态的转化。④ 在本文中，我们聚焦的不是本然状态的良知良能，而是明
觉状态的良知良能。明觉状态的良知良能，就是道德领域中体现智力的能力。

赖尔对体现智力的能力的讨论，隐含了一个重要思想，事关其发用特征。在他
那里，这层义理虽然可说已是呼之欲出了，但总体上还是引而不发的。在此，让我
们试着将其明述出来。赖尔把能力理解为倾向。倾向不同于事件，两者之间有一般
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差异。事件总是发生在特定时空之中，倾向则有一种类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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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王阳明：《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３４页。笔者接受评审专家的意见，对此处引
文重新作了标点，特此致谢！原文是 “……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冲拓得尽，
便完；完是他本体，便与天地合德。”
参见Ｇｉｌｂｅｒｔ　Ｒｙｌｅ，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Ｍｉｎｄ，ｐｐ．４２－４５．在翻译阳明的这段话时，陈荣捷把 “知是
理之灵处”译为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ｍａｄ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把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
无不知敬其兄”译为 “Ａｌｌ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ｋｎｏｗ　ｈｏｗｔｏ　ｌ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ｉｒ　ｅｌｄｅｒ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把 “灵能”译为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ｆａｃｕｌｔｙ”，与本文主旨颇为相契。（参见Ｙａｎｇｍｉｎｇ
Ｗａ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ｉ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ｅｏ－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ｐ．７６）
杨国荣对良知之有潜在和现实、本然和明觉之分有深入的讨论，参见杨国荣：《心学之
思：王阳明哲学的阐释》第６、７章，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则的特征。① 笔者认为，倾向的这种特征，意味着能力之发用具有稳定性、一贯性。

赖尔进而主张，倾向有单轨和多轨之分。前者的实现方式差不多是单一的，后者的
实现方式则是极为广泛甚至无限多样的。体现智力的能力属于后者。笔者认为，体
现智力的能力的实现方式是无限多样的这一主张，意味着：体现智力的能力之发用
是灵活的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动态的 （ｄｙｎａｍｉｃ）、随机应对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而不是机械
的、呆定的、僵死的。总体来说，赖尔对体现智力的能力的讨论，隐含了如下洞见，

即其发用，既有稳定性，也有灵活性；既有一以贯之的一面，也有随机应对的一面。

如果说，关于体现智力的能力之发用的上述洞见，在赖尔那里基本上还是隐含
的，那么，在王阳明对良知良能的刻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比较自觉而且义理丰赡
的阐述。王阳明说：“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② 天下之
节目随时而迁、因地而异，不可预定、不可胜应，但一旦道德主体通过致良知的功
夫，使良知良能由潜能而现实，由本然而明觉，就能不为节目时变所欺，而能从容应
对，一如我们以规矩尺度来应对各种各样的方圆长短。将良知良能和规矩尺度相比
况，强调的是其发用的稳定性、一贯性。但是，强调规矩尺度，强调稳定性、一贯
性，不是要否定道德行动的灵活性。王阳明说，良知即是非之心，“是非两字是个大
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③ 所谓 “巧”，是指道德主体对是非规矩的把握有其灵活性，

而这正是智力的体现。可见，良知良能的发用是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统一。特别是对后一
方面，即良知良能之灵活、动态、随机应对的特征，王阳明再三致意，有精彩发挥。

王阳明指出，良知良能的发用，不是要人执着、泥守规矩。以是否接受馈赠为
例，王阳明认为，这是没有一定之规定的，完全是无适无莫、无可无不可的。今日
当受的，他日未必当受，今日不当受的，他日未必不当受。受和不受之间，有很大
的弹性，所以不能拘泥执着，需要根据具体情景来判断。当然也不是漫无标准，标
准是义，义即是良知。④王阳明说： “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

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

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良知，以求自慊
而已。”⑤ 义即宜也，就是相对于具体情景，做到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当行则行，

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便是得其宜。具体情景总在变迁之中，要做到恰
如其分、恰到好处，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道德主体运用亚里斯多德意义上的实践
智慧，来斟酌调停。王阳明认为，孟子所说的集义，就是致良知的功夫。在笔者看
来，增进实践智慧以得其宜，应当是致良知的重要目标。

所谓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就是无过无不及，这种居间状态，就是中道、中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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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ｉｌｂｅｒｔ　Ｒｙｌｅ，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Ｍｉｎｄ，ｐｐ．１２０－１２４．
王阳明：《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５０页。

④　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１１１、１０２页。
王阳明：《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７３页。



在亚里斯多德看来，所谓 “中道”有两种情形，有的是对对象而言的，有的是对我
们而言的。前一种意义上的中道是取平均数，所以是固定不变的，后一种意义上的
中道则因人而异，随不同情景而变化。① 显然，与实践智慧相关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对中道的理解，王阳明和亚氏颇有相通之处。有学生问如何理解孟子的 “执中无权犹
执一”，王阳明回答说： “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
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如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罅漏，立定个格式，此
正是执一。”② 执中无权，就是把中道理解为僵死呆定的格式，这是王阳明所反对的，

他强调中道的变易品格，主张因时制宜。不难看出，王阳明关于执中无权之中和随时
变易之中的分疏，与亚里斯多德关于对对象而言的中道和对我们而言的中道的分疏，

确实有类似之处。他进而指出，道德主体不仅要在一时一事上达到中和，而且要通过
致良知的功夫，做到无所不中，无所不和，如此才算实现了良知良能的全体大用。③

至此，我们已看清，良知良能是一种具有变易品格的实践智慧。王阳明指出：
“良知即是易，其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谓典
要，惟变所适，此知如何捉摸得？见得透时便是圣人。”④ 这种屡迁无常、惟变所适
的智慧，对于拘执泥定的心灵来说，确实有些难以捉摸，只有儒家的理想人格，即
圣人，才是与这种智慧相应的道德主体。在圣人那里，这种灵动的智慧达到了极致，

有出神入化的表现。《中庸》讲 “至诚如神”，强调国家兴亡，必有征兆，所以，本
着至诚的精神，圣人可以如鬼神般前知祸福。王阳明则认为，圣人不贵前知，不避
祸福，其卓异处在于知几，善于洞悉事情发展的萌芽状态，善于变通。“至诚如神”，

不是说圣人如鬼神般先知祸福，而是指其良知良能的发用神妙难测。圣人良知良能
的妙用流行，随感而应，随几而发，应变无穷。⑤

良知良能作为一种灵动的实践智慧，是道德主体活泼泼的心性的体现。这种活
泼泼的心性，正是致良知的功夫的目标。

问：“‘逝者如斯’，是说自家心性活泼泼地否？”先生曰：“然。须要时时用致良
知的功夫，方才活泼泼地，方才与他川水一般。若须臾间断，便与天地不相似。”⑥

问：“先儒谓：‘鸢飞鱼跃’，与 ‘必有事焉’，同一活泼泼地。”先生曰：“天地
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功夫。”⑦

王阳明认为，川水之流、鸢飞鱼跃，都是活泼泼的天理之流行。孟子所谓 “必有事
焉”，讲的就是致良知的功夫。只有通过时时不断的致良知的功夫，才能使吾心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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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Ｔｈｅ　Ｎｉｃｏｍａｃｈｅ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１１０６ａ２５－１１０６ｂ５，ｔｒａｎｓ．Ｗ．Ｄ．Ｒｏｓｓ，ｉ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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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王阳明：《传习录上》，《王阳明全集》，第１９、２３页。

⑤　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１２５、１０９页。
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１０３页。
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第１２３页。



知如天地一般活泼泼。

良知良能作为一种活泼灵动的实践智慧，是道德创造性之源。笔者认为，在赖
尔所提及的众多智力谓词中，“富有创造性的”一词最具典范性，因为创造性可视为
智力之至高、至强、至为集中的表现。王阳明对舜之不告而娶、武王之不葬而兴师
的讨论，就指向了良知良能的创造性维度。按照通常的孝道，人子当先告父母然后
再娶，先葬父然后再兴师，然而，舜、武王处境特殊，所以有不告而娶、不葬而兴
师之举。舜为有后，武王为救民，因此，不告而娶，不葬而兴师，非但没有违背孝
道，反而成了孝之大者！王阳明指出，这是前无古人的创举，无任何先例可援引、

可依傍，完全是舜、武王良知权衡之结果。① 良知在感应酬酢之间，权轻重之宜而
有此类创举，堪称实践智慧的典范体现！

至此，通过致力于赖尔和王阳明思想的相互诠释、相互发明，我们对道德的能
力之知概念，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道德的能力之知，不仅发为实际的道德行
动，而且表现为一种既稳定一贯又活泼灵动的实践智慧。王阳明所说的知行本体、

良知良能，其实质就是道德的能力之知。

四、道德的能力之知的形上意蕴

前面我们对阳明知论的讨论，是以人类的道德领域为指向的，但是，王阳明对
知的反思并不以此为限。在他那里，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说与 “万物一体”的思想
一体相连。万物一体的思想，是阳明知论的形上学基础。因此，我们的讨论，当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本节的目标是阐明道德的能力之知的形上意蕴，证立一个道德
—形上学的能力之知概念。

万物一体的思想，源远流长，在儒家传统内，可追溯到孟子的 “万物皆备于我”

的命题。宋儒张载、二程、朱熹、陆象山等对万物一体之旨都有精到的阐发。② 王
阳明自觉地接续此传统，申论道：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大人
之能以天下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也，其与天地万物而为
一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与孺子而为一体
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
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
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有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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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阳明：《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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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①

程颢说，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王阳明也认为，大人君子，其仁与孺子、鸟兽、草
木、瓦石等为一体。这种识度，就是把宇宙看作是一个道德共同体。② 牟宗三把这种
思路刻画为 “道德的形上学”，即 “依道德的进路对于万物之存在有所说明。”③ 在他
看来，“道德的形上学”是儒家的一贯传统：“儒家自孔子讲仁起，（践仁以知天），通
过孟子讲本心即性 （尽心知性知天），即已函著向此圆教下的道德形上学走之趋势。

至乎通过 《中庸》之天命之性以及至诚尽性，而至 《易传》之穷神知化，则此圆教下
的道德形上学在先秦儒家已有初步之完成。宋明儒继起，则是充分地完成之。”④

宋明儒者对知的反思，就展开于这样的视域之中。张载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
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见闻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
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
不足以合天心。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⑤

如所周知，宋明理学关于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的著名分疏，就始于这段话。见闻之
知，乃与物交接而得。世人之心，限于见闻，格局未免狭小。圣人不以见闻自限，

大其心而体尽天下之物，无所遗落，所得便是德性之知。显然，张载此处所说的德
性之知，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以人伦为对象的道德知识，而是以整个宇宙为对象的形
上智慧。张载讲的德性之知和王阳明讲的良知庶几相当，而后者正有 “德性之良知”

这样的表述。前文考虑到义理推进的次序，笔者主要限于人类道德领域来讨论阳明
知论。但事实上，致良知说还有更为广阔的指向。王阳明说：“夫人者，天地之心。

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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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大学问》，《王阳明全集》，第９６８页。
此处采用了柯雄文的表述。柯雄文在其王阳明研究中竭力避开形上学问题的纠缠，对
于 “万物一体”这样具有浓厚的形上学意味的命题，也尽量淡化其形上色彩，而试图
从道德哲学的角度来加以诠释。在他看来，“万物一体”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理想而非具
体的道德规范。尽管坚持自己的 “去形上学”取向，柯雄文尊重牟宗三对阳明哲学作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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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借用，义同于 ‘形上的解释’，即说明道德之先验性。‘道德的形上学’重点在形上学，
说明万物底存在。”（《现象与物自身》，第３９页）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８卷，第１８４页。
张载：《正蒙·大心篇》，《张载集》，章锡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８年，第２４页。



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下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治，不可得也。”① 可见，在

王阳明那里，致良知说和万物一体的思想是一气贯通的。在此脉络中，王阳明谓良

知良能充拓得尽，便与天地合德；良知是易，周流六虚；良知即是活泼泼的天理；

等等。这些论述表明，良知良能所指向的对象，不限于人，而遍及天地万物。

前文我们已经指出，良知良能是一种以是非之心为核心的既稳定一贯又活泼灵

动的实践智慧。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实践智慧主要在伦理、政治领域中起作用。对

儒家来说，家国同构，伦理和政治一体，良知良能既体现在孝悌等日常道德实践中，

也体现在知县、知州的政务管理活动中。至此，王阳明和亚里斯多德并无二致。但

是，分歧很快就出现了。

对王阳明来说，良知良能的作用范围远不止于人类事务，整个宇宙都是其一展

身手的舞台。所以，在王阳明那里，良知良能不仅是实践智慧，而且是形上智慧。

实践智慧和形上智慧统一于良知良能，两者之间没有种类差异，后者是前者的推

扩。② 然而，对于亚里斯多德来说，实践智慧和形上智慧判然有别，两者分属不同

的范畴。亚里斯多德把人类知识分为三类：理论知识 （ｅｐｉｓｔｅｍｅ）、实践智慧
（ｐｈｒｏｎｅｓｉｓ）和制作知识 （ｔｅｃｈｎｅ）。实践智慧和制作知识以可变的东西为对象，在

可变的东西中，有以善为目标的人类行动，也有生产或制作的活动，前者是实践智

慧的对象，后者是制作知识的对象，实践智慧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制作知识包括

各类实用技艺和诗学。理论知识以不变的东西为对象，包括数学、物理学和哲学。

其中的第三门学问，亚里斯多德本人称之为智慧、神圣科学和第一哲学，后来安德

罗尼柯称之为形而上学。我们可合起来称之为形上智慧。亚里斯多德认为，数学只

割取存在的一部分，③ 物理学只研究存在的一个属，④与此不同，形上智慧研究的是

存在之为存在，即对存在作整体的研究，试图把握存在的第一原理和最高原因。⑤可

见，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形上智慧是一项理论事业，它具有沉思静观的品格，与指

向伦理、政治行动的实践智慧有种类差异。

在此有必要提一下柯普曼 （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的一项研究，其进路和取向，和本文

颇为相契，可引为同调。在讨论伦理道德领域中的智慧这一议题时，柯普曼也以赖

尔关于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的区分为出发点。他认为，智慧本质上是一种能力之

·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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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阳明：《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第７９页。
秦家懿把王阳明的哲学刻画为一种追求智慧之道。她对智慧的理解涵盖了实践智慧和形上
智慧两方面的内容，既强调了道德生活中智慧活泼灵动的一面，也强调了智慧是一种体现
在德行中的关于生活整体、关于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洞见。（参见Ｊｕｌｉａ　Ｃｈｉｎｇ，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Ｗｉｓｄｏｍ：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Ｗａｎｇ　Ｙａｎｇ－ｍｉｎｇ，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６，ｐｐ．７３，１０２，ｘｉｉｉ）

④⑤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１００３ａ２５，１００５ａ３５，１００３ａ２５，ｔｒａｎｓ．Ｗ．Ｄ．Ｒｏｓｓ，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１９４１，ｐｐ．７３１，７３６，７３１．



知，更具体地说，是一种生活的能力之知 （ｋｎｏｗｉｎｇ　ｈｏｗ　ｔｏ　ｌｉｖｅ）。智慧通常体现在

智慧者的生活之中。当然，人们能够对智慧有所言说，因此会有各种关于智慧的命

题性知识，但是，若脱离了生活的能力之知的脉络，这些命题性知识就是空洞的、

没有意义的。换言之，是智慧者的生活，兑现了关于智慧之言说的意义。①

柯普曼所说的智慧，主要限于伦理道德领域，大致相当于亚里斯多德的实践智

慧。与亚里斯多德把实践智慧和形上智慧判为两域、打成两橛不同，在王阳明道德

的形上学框架内，两者一体相连，知行本体、良知良能就是实践智慧—形上智慧。

前文主张，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说的核心和指归是道德的能力之知，并且

紧扣赖尔能力之知概念的三层界定，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在本节中，我们看到，

在王阳明那里，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说与万物一体的思想一气贯通。这意味着，作

为阳明知论之核心和指归的道德的能力之知，具有深厚的形上学意涵。在万物一体

的道德的形上学的架构内，道德的能力之知升进拓展为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

后者的本质是实践智慧—形上智慧，其作用范围不以人类道德领域为限，而涵盖了

作为道德共同体的整个宇宙。

拥有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的主体，本着一体之仁，以活泼灵动的智慧，俯

仰于天地之间，处事接物。其情形正如牟宗三在阐释阳明哲学时所描述的那样：“一

切盖皆在吾良知之贯彻与涵润中。事在良知之贯彻中而为合天理之事，一是皆为吾

之德行之纯亦不已。而物亦在良知之涵润中而如如地成其为物，一是皆得其位而无

失所之差。”② 用 《中庸》的话来说，这也就是一个成己和成物的过程。牟氏说：

“就成己言，是道德创造之原理，即引生德行之 ‘纯亦不已’。就成物言，是宇宙生

化之原理，亦即道德形上学之存有论的原理，使物物皆如如地得其所而然其然，即

良知明觉之同于天命实体而 ‘於穆不已’也。”③拥有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的主

体，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既成就了自己的德行，也使万物 （包括他人）各得

其所。无疑，这是对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之发用特征的精彩刻画。

结　　语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有一个深厚的知行哲学传统，近代以降，人们对知行问题

的兴趣无有稍减，孙中山的 “知难行易说”、毛泽东的 “实践论”、贺麟的 “新知行

合一说”等，都试图在新的理论视野下，发扬传统，推进对知行问题的研究。当代

西方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之争，为我们在当代哲学的语境中激活传统知行哲学，

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和有效的概念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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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Ｊｏｅｌ　Ｊ．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Ｗｉｓｄｏｍ，＂ｐｐ．２４５－２７１．
③　牟宗三：《从陆象山到刘蕺山》，《牟宗三先生全集》第８卷，第１９７、１９９页。



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概念，无论在王阳明那里，还是在赖尔那里，都不是
现成的。总的说来，当代西方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之争，围绕着一般意义上的
命题性知识和能力之知的关系而展开。赖尔的兴趣主要是一般意义上的能力之知，

而非道德的能力之知，虽然在讨论能力之知时，他也会论及其在道德领域中的表现
（特别是在上文提及的 《良知和道德信念》一文中）。与此不同，中国古代的知行哲
学，主要和伦理学、人性论、成人学说相联系。①在这一方面，王阳明是个典范。他
的主要关切是人类道德生活，其知行合一论和致良知说为我们阐明道德的能力之知
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正是在融会赖尔和王阳明两人洞见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
道德的能力之知概念。而阳明知论的形上学维度，即万物一体的道德的形上学思想，

启发我们作进一步的探索，去抉发一个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概念。就笔者所见，

在当代的理智主义和非理智主义之争中，这还是一个鲜有人触及的课题。

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的概念把我们引向儒家传统的幽深处。从先秦到宋明，

道德的形上学是儒家的一贯传统。与西方由亚里斯多德所开启的哲学传统之强调形
上智慧和实践智慧的种类差异不同，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强调实践智慧和形上智慧
的一体相连，而这正是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的基本规定。道德—形上学的能力
之知，作为实践智慧—形上智慧，其目标是成己、成人、成物。其拥有者能够从容
应对伦理、政治事务，处理天人关系，使万物、他人、自己各得其所，是其所是。

尽管当代人的历史处境迥异于先儒，所面临的现代社会特有的道德危机、生态危机
也是生活在传统社会的他们所无法想象的，但儒家道德的形上学所提供的处理人我
关系、天人关系的思路，在经过现代转化之后，对于我们应对当今的危机，依然具
有重大的启迪意义。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实践智慧—形上智慧的道德—形上
学的能力之知的培养，对于当代人来说，显得尤为迫切。

本文旨在表明，实现对传统的 “工作坊的方式拥有”，让传统处于 “上手状态”，

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值得尝试的。在此过程中，我们将促进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

凭借道德形上学的能力之知这一从儒家传统深处提炼出来的概念，我们介入了正在
展开中的理智主义和反理智主义之争，在将传统智慧编织进世界性的哲学论辩之中
的同时，也希望与世界各国学者一起，对义理的增长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责任编辑：匡　钊　责任编审：柯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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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方克立：《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第３—６页；杨国荣： 《知行之辩的逻辑演
进》，《历史中的哲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７５—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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